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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东缘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互惠交换传统。互

惠交换传统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族商人、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

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

异，出入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

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

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发展趋势出

现分化，产生出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

动力和历史进程，以及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深度交融的多元面向和地域特色。

［关键词］ 互惠交换传统; 青藏高原东缘; 族际贸易中介; 经济; 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 ( X) ( 2023) 04－0177－10

青海歇家、康定锅庄和滇西北旅马店是历史上青藏高原东缘重要的贸易中介组织或中间人群体。

这些贸易中介处在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地理分界、经济交汇的城镇内，长期承担着藏族商人、蒙藏

农牧民与汉、回、纳西等族商人的贸易沟通作用。歇家和锅庄往往被视为明清以来 “歇家牙行”经

营模式在青藏高原东缘的表现形式，其经济属性、金融功能和政治职能受到普遍重视，被置于不同

区域历史脉络中加以类型分析和横向对比。② 滇西北旅马店常在对比分析中被忽略掉。但是支撑旅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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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房东伙伴”贸易或“藏客”借用的乃仓关系透露出: 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关系应是促成族际

贸易中介形成的重要动因。① 对于康定锅庄的新近研究进一步表明，非经济视角对于阐释此类贸易中

介相当重要。② 既有研究为探索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演变和运作机制开拓出新思路，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拘泥于特定区域或具体案例，缺乏整体视角下的区域类型比较，对于青藏高

原互惠交换传统与族际贸易中介的内在联系，及其族际共享关系有所忽视或论证不足。青藏高原东

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区域类型与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密切相关，揭示出青藏高原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在经济与社会之间: 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传统

借助中介从事物资交易是青藏高原的传统贸易习惯。族际贸易中介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

向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半月形地带，特别是青藏高原东缘，比如歇家、锅庄、旅马店、乃

仓、康马房东、帕里落脚住户、吉隆房东、阿里 “敖协”等。③ 不同区域的贸易中介商业化和组织

化程度有别，又有藏、回、纳西、蒙古、汉等民族身份的差异。商人或农牧民与交易对象按照惯例，

通过委托有密切社会联系的中介，有条件地获取食宿、担保、借贷、仓储、资讯、运输等资源，向

经纪人角色的中介支付约定报酬，完成商货交易。

以盐粮交换为代表的民间物资交易活动是青藏高原广泛存在的经济交往联系。由于高原环境的

物质产出相对匮乏，资源分布的区域或阶层差异显著，历史上青藏高原长期普遍存在着获取生存资

源的交换需求和互帮合作。④ 历史悠久的盐粮交换是典型的民间物资再分配和互补交易活动。藏北盐

粮交换活动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90 年代。牧民利用驮畜优势，自发驮载食盐和剩余畜产品，季节性

地远赴农区，交换粮食、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物资交易活动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互惠准则和交易

传统。⑤

农牧区之间的垂直贸易大多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路线和定向的交换范围。如藏北牧民每年春季

赴盐湖采盐，到秋季从北向南沿着四大传统路线进入低海拔的藏南农区城镇、村寨，从事盐粮交换

活动。⑥ 近代安多牧民每年秋冬时节携带羊毛、畜产品等大致从西向东前往甘青交界处，或向南进入

川西高原半农半牧和农区村镇交换粮食、茶叶、布匹等。⑦ 具有亲属关系的家户是牧民抵达目的地后

必选的落脚处，绕开亲戚另选农户的行为禁忌将损害亲属关系，但是亲属关系的延伸地域相对有限，

贸易伙伴能够填补互助空缺，是定期、定向物资交换的重要合作者。因此，农牧民从事物资交换活

动，通常与两类群体建立互惠的协作关系，即亲戚和贸易伙伴。

·871· 中国藏学 2023年第 4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智生: 《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西藏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25—33 页; 杨福泉: 《略述丽江古城

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 12期，第 1—7页。

穆静然: 《家屋与主客: 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社会》2022年第 1期，第 31—65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编著: 《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

社，2000年，第 115、135、160—161页; 扎洛、敖见: 《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传统贸易的三种模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

第 4期，第 126—135页; 《江孜康马下涅如地区调查报告》，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 四) ，拉

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213页。

罗绒占堆: 《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与市场》，《中国藏学》1992年第 3期，第 14—27页。

格勒等编著: 《藏北牧民: 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 98—99页。

李坚尚: 《盐粮交换及其对西藏社会的影响》，《西藏研究》1994年第 1期，第 48页。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青海省志·商业志》，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77—78页。



互惠是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深刻影响着藏族人的世界观和日常社会生活。① 农牧民与手工业

者、商人基于互惠交换需求，“为了长期的贸易，在社会关系的保护下出现了 ‘贸易伙伴’机制”，

形成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 “无声交易”。② 贸易伙伴关系属于个体间的社会交际范畴，在远距离的交

易活动中颇为流行，构成了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的重要维系力量。

贸易伙伴大多是自主选择或熟人推荐。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藏北牧区的贸易伙伴互称 “夏波”

( ) ，意为朋友、熟人，引申为“住宿的人”。双方初次交易时“勾指起誓”，结为彼此信任的夏

波关系，声称“盟友勾指会更近，亲缘勾指会疏远”。这一说法体现出贸易伙伴与亲属的实质区别。

盟誓监督和互助原则杜绝了贸易伙伴随意更换的行为。双方信任关系可以代际传承，乃至结为世交

或姻亲。这种社会关系影响了物资交易方式，双方一般按照约定比率进行物物交换，没有太多讨价

还价的场面。商人或农户灵活地采取延时等价交换: “头年向牧民分发货物后，来年方才收回所易畜

产品，叫做‘留后’。”③ 延时交换习惯受到社会规范制约，适应了农牧区多变的自然气候与生产周

期规律，后来逐步演变为青藏高原东缘不同民族间的赊销贸易。

熟人推荐更易于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藏族社会属于典型的 “熟人”关系社会。在历史上，行

旅“没有熟人预先介绍的，可以说在草地是寸步难行”。④ 安多牧区的外来者 “经人介绍过或者带着

某人的介绍来到帐房和主人建立正式的主客关系”。引荐者承担推荐的义务，“通过介绍受接待并建

立主客关系”。主客关系是农牧区人际交往的日常社会联系，在交易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与互惠交换传

统结合。主客关系成为互惠交换传统的结构性要素。主客身份由于互访，时常发生转换。物资的跨

区域流动通过接力式的主客关系，拓展了青藏高原经济地理空间的社会联系。

待客之道与礼物交换是维系互惠交换传统的动力。近年来人类学关于待客 ( hospitality) 的研究

表明，待客之道是一种规避社区风险的机制，产生出秩序和整合的力量，衔接和稳定外来陌生人与

主人社区间的关系。⑤ 主人起到容纳社区内外社会关系的缓冲阀作用，以待客之道联系起社区内部人

际关系与社区外部互惠交换关系。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显示，安多牧民的待客之道由一系列规范主

客关系的分享准则和交换行为构成。针对穆斯林商人在内的贸易伙伴，牧民需要妥善处理社交礼仪、

安排食宿、安全保障、照料驮畜、向导护卫、协助交易等事务。“让出第一桶水让客人备饭用”是主

客亲密关系的象征性表现。⑥ 主客关系交织起的社交网象征着社会声誉和权力地位，“主客关系的网

越大”，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也越高”。⑦ 因而代销、食宿和寄存等往往是待客之道的义务性功

能。20世纪 50年代初藏北牧民与农户贸易伙伴进行交易时，“牧民交换不出去的东西，或遇农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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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年景，就把畜产品留放在房东家，第二年再来卖。房主人不一定是和房客交换的主要对象，但

是可以通过房主人的关系，向其他农户，赊一些青稞运走，第二年再送还畜产品”。① 义务性功能未

必同时具备，互助意义却远远大于盈利目的，具有社会道义和个体情感基础。

馈赠礼物主要是外来者履行主客关系的义务和途径，与待客之道互为表里，共同维持着礼物背

后的人际关系。近代德格色普卡牧区与甘孜绒坝岔农区长期保持着陶器、豆麦等物资的交换习惯。

绒坝岔富有的家户与牧民结为固定的主客关系，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牧民驮队每年秋季到来，

都会向房东赠送酥油、肉、奶渣等礼物。对于房东而言，由于缺乏燃料，最具价值的额外馈赠是易

燃的牦牛粪。② 近代西藏商人也总会为旅途中遇到的贸易伙伴带些礼物，“时常邀请主人一起分享他

们带来的丰盛食物”。③ 馈赠礼物是稀缺物资通过赠予和接受来实现跨区域流动的途径。消费性的农

牧副产品，特别是食物，构成了馈赠礼物的主要部分。这意味着礼物分享的互惠关系依然伴随着生

存资源互补的需求。

尽管存在地域差异，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波兰尼关于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

行为中的见解。④ 物资交换活动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更触及青藏高原社会道德伦理、家庭生活、

人情关系、权力声誉等不可物化的层面。

二、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

有关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关系转化为族际贸易中介的明确记载见于清代前期，这一时期也是

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形成的关键阶段。在滇西北，康熙三十年 ( 1691) 和硕特蒙古巴图尔台

吉颁给建塘独肯宗 ( 今香格里拉中心镇) 土司松杰衮执照，承认和保护其统治权力，理由是 “独肯

宗松杰衮家，过去为藏商房东 ( ) ，对所有藏商 ( ) ，备极优礼关照”。到康熙六十

一年 ( 1722) ，七世达赖喇嘛颁给土司松杰的执照中旧事重提，“建塘独肯中心属卡松杰者，自其祖

辈松杰衮以前，纳西王 ( “ ”指丽江木氏土司———引者注) 统治时期，即为藏商之房东，对藏商

多有帮助”。⑤“房东”即“乃仓” ( ) ，意为“借宿之家”。乃仓关系流行于川滇藏毗邻区域，

主要是旅外者借宿的民间互助行为，尤其出现在农牧区的物资交换活动中。乃仓男性主人、女性主

人分别被称为“乃布” ( ) 、“乃姆” ( ) ，与 “夏波” ( ) 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不同

区域贸易伙伴的称谓。

在滇藏贸易拓展背景下，明末清初乃仓关系转变为接待客商的房东制。独肯宗松氏土司兼充藏

商房东是其早期历史写照。乃仓房东起初是属卡制度下拥有门户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固定成员。外来

商人受属卡制度禁约，需要依附属卡成员，才能入住或落户经商，房东制应运而生。雍正初年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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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后属卡制度趋于瓦解，乃仓房东操控商业交易的局面被打破。但是，滇西北城镇的乃仓房

东面向藏族商人及鹤庆、丽江等地客商，逐渐发展为提供食宿、货栈、安全保护、代理购销和担任

保人等服务，从中抽取佣金的贸易中介。① 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旅马店产生于清代前期，是商业化的

乃仓关系随着藏商贸易活动向丽江推移，与滇西传统马店、堆店 ( 即货栈) 结合，衍生出牙行经纪

功能的产物。旅马店店主与商户“匆爸匆沙” ( ) 、纳西族商妇 ( 习称 “潘金妹”) 都是藏

商在丽江的主要贸易伙伴，三者的身份时常重合。藏商将旅马店店主称为 “嫩蚌” ( 即乃布) 。“匆

爸匆沙”应是藏商对贸易伙伴的特定称谓，也就是商人 ( ) 与 “夏波” ( ) 的合称。② 乃

仓关系的嬗变可视为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关系与族际贸易中介之间内在联系的缩影。

这种嬗变的外在动力应是明代中叶以来的商业民营化趋势导致沿边贸易中 “歇家牙行”经营模

式的出现。③ 明末清初青藏高原东缘的官营茶马贸易逐步转变为商人自主营运为主导的民间贸易，形

成与内地市场衔接的川藏、青藏、滇藏为主体的贸易网络。族际贸易亟需中介联络沟通。由于嬗变

路径、环境的差别，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在内生、外源驱动力的影响下分化出以歇家、锅庄

为代表的区域类型。

青藏高原东缘的族际贸易中介主要是藏商或蒙藏农牧民的落脚住处和交易场所。青海歇家 “实

为招待蒙番寄顿土货之所”。④ 康定锅庄 “如内地之洋行或饭店，盖即藏人栈房，代藏商买卖之

所”。⑤ 因而族际贸易深受青藏高原传统交易逻辑的影响。民国时期甘青地区 “藏民忠厚重感情，对

汉回商民人情交往上，往往养成 ‘认熟不认生’与 ‘认话不认人’之习惯”。⑥ 即便在零售交易环

节，普通藏族，特别是牧民经常倾向 “直接到他相识而有往来的蛮商或汉商地方去讲生意，暗中交

涉。以致一个新到此地的人，想从生产者的手中买到东西，那是不容易的事”。⑦ 面对外来的交易者

或流动商人，藏商或农牧民习惯于遵循熟悉的交易逻辑，即稳定、熟识的社会关系是开展交易的前

提和保障。

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的贸易联系主要基于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特别是在毗邻安多牧区的甘青

沿边和川西北地区，歇家大多分布在农牧分界地带的城镇内，这也是安多牧民从事传统农牧物资交

换的主要区域。自明初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西北甘青沿边贸易空前活跃，不断吸引来自牧区的

交易者远赴卫所、州县的茶马司或“番市”进行交易。牧区交易者习惯性地投宿于熟识之家，“自建

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⑧ 到康熙年间，前往甘青地区各城镇的牧区交易者 “同其妇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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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马牛羊，挈其缨皮之类，而来市者，悉寓民房，称一家人”，以致“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塄

歇家”。①“称一家人”的描述形象地反映出牧区交易者与市镇民众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亲密状态。

从“假居民舍”到“尽居沙塄歇家”是贸易伙伴关系逐步被引入族际贸易，发展出歇家中介的早期

实践过程。

为满足藏商或农牧民家居习惯，歇家一般由宽敞的院落、仓库、住宅、厨房和畜圈等功能性区

域构成。康熙初年，西宁以西的多巴 ( 今湟中多巴镇) 互市之地 “黑番、回回筑土室成衢，为逆旅

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为居垄断”。② 至道光年间，河州 ( 今临夏) 回民 “于贵德城外

典凭民房私做歇家”，“招留各番子住歇”。③ 因此，歇家从无到有，大多因贸易而兴。回、汉、藏、

蒙古等族歇家经营者主动迎合藏商或农牧民寻求贸易伙伴的交易惯例，仿照其居住形态，筑院落成

旅店，充当家庭式的交易场所。

与歇家相比，康定锅庄原本是较有地位的家臣、头人等权力阶层为明正土司分担各项差务，接

待来往的所属土职及朝贡使节，并代为交易他们所携货物的场所，本质上是土司政治体系运转的组

成部分。④ 明末清初，康定逐步发展为川茶输藏、汉藏贸易的重要集镇。乾隆 《雅州府志》载: “自

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⑤ 跋

涉而来的商队逐步世代定向入住锅庄。清末曾任理塘粮务的查骞称，锅庄为 “供明正土司役者”，

“多以夷妇为主，经纪商务”。女性主人被称为“阿家” ( ) 或 “纳摩” ( 即乃姆) 。男性主人则

被称作“乃补” ( 即乃布) 。⑥ 可知锅庄的贸易中介功能仍由主客互惠的乃仓关系衍生而来。

康定锅庄直到清末才作为贸易中介明确出现在文献记载中。⑦ 这暗示锅庄政治职能的重要性最初

远超其经济角色。而且，康定锅庄具备藏族家庭的基本组织功能，属于家屋社会性质。主客关系是

“发源于关外某处，或祖上某些男人或女人是某几处人，他们来往的客人也以某几处人为主”。锅庄

的继承和占有通过灵活的联姻和继嗣交替进行。交替继承的规则将主客关系内化于锅庄的亲属关系

中。如 1920年左右大园坝罗家锅庄绝嗣后，“由寡媳招关外人入赘。媳死，此赘婿娶妻，赘婿又死，

此女再招夫。所招夫媳均昌都人，来往商人，也以昌都人为主”。⑧ 由此，贸易伙伴关系与亲属关系

交织在一起。锅庄主客的交易联系深深嵌套在家屋社会结构中，属于“家庭型的商业组合”。学者谭

·281· 中国藏学 2023年第 4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清) 王全臣纂修，永靖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刘电能、沈文学校注: 《河州志校注》 ( 清康熙四十六年版) 卷 2、6，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 106、335页。

( 清) 梁份著，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姚继荣校注: 《秦边纪略》卷 1，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97页。

( 清) 那彦成著，宋挺生辑注: 《那彦成青海奏议》，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 330页。

李亦人编著: 《西康综览》，南京: 正中书局，1941年，第 349 页; 郑少雄: 《清代康定锅庄: 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

径》，《开放时代》2014年第 4期，第 16页。

( 清) 曹抡彬、曹抡翰等纂辑: 《雅州府志》 ( 乾隆四年刊本) 卷 10《筹边》，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 249页。

查骞: 《边藏风土记》卷 1《小成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 2—3页。锅庄被习称为“阿加卡巴” ( ) ，锅

庄主人被称为“阿家” ( ) 。“阿加卡巴”最初指某类人群，之后引申为交易场所的锅庄。参见 Yudru Tsomu，“Guozhuang Trading

Houses and Tibetan Middlemen in Dartsedo，The‘shanghai of Tibet’”.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Ｒeview，No. 19，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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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敏锐地指出，锅庄脱胎于“土著康人的家庭组织”，“是在西番土著中生长起来的社团，而非外

来的其他社会的商店”。① 实际上，锅庄贸易中介的经济属性逐渐取代传统的家户农牧经济特质，主

要是清末改土归流后锅庄主失去政治特权，愈加依赖贸易谋生手段，不断商业化，发展出经营性锅

庄的转型结果。② 康定本地人通常将清末改土归流后兴起的经营性锅庄与传统锅庄严格区分开来。③

经营性锅庄趋同于内地货栈、邸店等中介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已然失去传统锅庄根植于藏族家庭

的社会属性和人际关系，改变了主客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的差别体现出社会关系对于传统锅庄主

客交易联系的意义。

从经济功能角度看，以往的调查研究简单地将康定锅庄等同于青海歇家，称“‘歇家’犹类康定

之‘窝庄’”。④ 上述分析表明，两者形成的社会基础、初始动机、运作机制和发展趋势同中有异，

各具特色。这造成不同类型族际贸易中介商业化表现的差异，潜在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

下族际贸易中介区域演进的不同发展轨迹。⑤

三、互惠交换传统的族际共享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

歇家、旅马店或锅庄并不只是在城镇内被动地等待远道而来的藏商或农牧民，有意或无意的回

访是常有之事。康定锅庄即使无法完成交易，对于“康人过此住宿，亦均加以招待”。锅庄主“赴草

地，彼等亦殷勤招待，除供宿处外且供食品”。⑥ 作为客人，川西北杂谷脑 ( 今理县) 歇家 “如果到

番地时，也可歇在番商家中。这时番商就变成他们的歇家，也同样招待他们，替他们买卖货物”。⑦

所以在日常的族际贸易活动中，贸易中介与贸易伙伴实则难以截然区分，而是随着交易场景的变动

而发生转换。

青海歇家更为重视贸易伙伴主客互动的商业潜力，将之转化为开拓高原区域市场的重要渠道。

早在道光年间，青海回商定期外出贸易，住歇于蒙藏牧民帐房内，与之交好，乃至 “结为兄弟”，学

会蒙藏语言，以茶粮易换羊皮等，“遇有蒙古、野番进口时”，“私当歇家容留居住，为其置办口粮货

物”。⑧ 到民国时期，因应西北皮毛贸易的繁荣，不少青海歇家从平津、湟中等地购进商货，每年春

季“派人运茶布等货，至青海内部，放账于各番户，言明秋后送毛若干斤，羊皮若干张。待至秋后，

各番户以牛群或骆驼队运羊毛、羊皮等货来湟，偿还欠账，倘有剩余，则易为日用品以归”。⑨ “春

放秋收”的赊销贸易与接待藏商、农牧民驮队的中介贸易成为青海歇家面向高原区域市场的双向交

易方式。放账时，牧民赊取商货并不记账，只需要提前商定以物易物的交换比率，但是 “放账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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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者必须原人情理，否则收账时可以置而不答，然一俟原经理人到幕，则又如数履行偿还债务，决

无纠葛”。① 所谓“原人情理”，即遵循互惠交换传统中 “认熟不认生”的交易者主体关系原则。歇

家派出个体私商“客哇” ( ) 充当“经理人”，完成赊销贸易。“客哇”根据歇家与牧区部落的关

系，确定业务范围，抵达牧区后 “彼等将各种货物，运至一处，即插帐以居，每至一处，即设法认

识一该地夙有声望之人，为之介绍当地居民，作种种交易，谓之 ‘主人家’”。② 为适应近代转型的

沿边贸易，青海歇家突破了等待客商到来的单向度中介经营方式，走出城镇，主动运用熟稔的贸易

伙伴关系，以个体私商串联起同各个牧区部落的经济交往联系，将双向的主客关系转变为出入青藏

高原东缘农牧区的经商途径。

随着清初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贸易网络的形成，各族商人在长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也逐步熟

悉和意识到互惠交换传统的重要性，成为践行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青海循化、尖扎、化

隆、贵德等地藏族与擅长经商的撒拉族、回族结为 “许乎”或类似关系，是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

关系族际实践的代表性事例。③ “许乎”是安多藏语 ( 即 “夏波”) 的音译。不管是物资交换的

产生根源，抑或待客、礼物交换和义务性功能等维系方式，“许乎”关系均与藏族物资交换活动中的

贸易伙伴关系运作机制如出一辙。互惠交换传统已通过贸易伙伴的日常交往，内化为青藏高原东缘

多民族共居区域内共享的社会经济惯例。在滇藏茶马古道上，清代中叶以来的纳西族 “藏客”为了

物资补给，会在沿途的每个村寨选择 “主人家” ( 即乃仓) ，结为粮草供给、代购代销的互助关系。④

常年流动的“藏客”出入青藏高原，将互惠交换传统借用和融入跨区域的滇藏长途贸易活动中。

事实上，“走藏地”或“走口外”是各族商人自发深入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推动互惠交换传

统实现族际共享的重要途径。“走藏地”的多数商人群体以私商、行商为主，通常会在旅途中合组商

帮，抵达牧区后化整为零，各投主家，分散到固定的贸易伙伴家户中。民国时期甘南回、汉商人，

特别是临潭西道堂穆斯林商人的经商地域遍布川甘青交界地带，远达甘孜、玉树等地。各族商人入

乡随俗，“凡初赴藏地经商者，须有熟人为导，认定其中一家为主人曰 ‘认主家’，致送相当礼物曰

‘按茶’。主家既经结认，以后即可自来，卖买均由主家介绍，极为方便”。⑤ 川西北回、汉商人定期

赴牧区收购皮货和鹿茸， “恒投止于土官或百姓之家，称为自己之主人。番人对之称之曰自己之汉

人”。⑥ 面对外来的各族商人，农牧民以互惠交换传统的信用原则和责任心态予以接纳，规范主人应

尽的待客义务，“汉商是客，他们是主的地位，所以对于汉商特别优遇之外，自己不惜牺牲一切的替

商人放账，同时介绍了许多陌生的顾客”。⑦ 主客关系的责任共识和习俗惯例，对农牧民具有示范性

的社会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农牧民贸易伙伴的待客行为不仅是为了获取粮布等生存资源，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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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其社会声誉、权力地位和人际关系的考虑。

在近代安多牧区的贸易活动中，“来访人的身份和安全同样取决于客主关系的运作，而正是这种

关系使得穆斯林商人能够在藏区旅行贸易”。以商为业的穆斯林商人总是 “设法让自己努力适应藏族

人的营地生活”。① 在川藏道上，陕商商号派遣的店伙进入农牧区前，须学习和掌握简单的藏语，熟

悉藏族的生活习惯，“经人介绍以某处为宜，即携货前往，至则择主而居，房饭不出分文。盖藏俗买

卖出入，有主人三分手续费，以致殷勤招待”。② 各族商人往往在衣食住行等外显文化表征上主动效

仿和接近农牧民，尽量消除因族别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与心理隔阂。一次次造访贸易伙伴家户也是不

同民族文化习俗不断接触、调适和交融的过程。贸易伙伴关系存在着被外来商人普遍习得和运用的

反向过程。

由此，青藏高原东缘逐步呈现出一个有趣的族际贸易格局: 藏商或农牧民从零到整，组建起成

规模的商帮驮队，长途跋涉后走进城镇，受到歇家、锅庄、旅马店等贸易中介的定向接待; 青海歇

家、陕商商号等走出城镇，如同“走藏地”的各族商人，化整为零，分派 “客哇”、店伙等个体商

深入农牧区，得到固定贸易伙伴家户的款待和协助。藏商、农牧民或贸易伙伴家户及其所在的区域

社会，以不同形式参与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商贸交流。

族际贸易活动从城镇拓展到农牧区的重要结果是，近代不同区域互惠交换传统发展趋势的分化

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由于城镇发育和商业化发展程度有别，川藏道沿线城镇的贸易伙伴关

系不同于甘青农牧区，逐渐蜕变出新的贸易中介。作为贸易中介，锅庄实际上遍布于川藏道沿途重

要村镇，“康定以西各县份早年商业中心，皆在锅庄，按锅庄即内地之行栈”。③ 牧民赴村镇贸易，

各有其世代相承的锅庄贸易伙伴。“走藏地”的商人若要打开贸易局面，需要“学会康语，多跑锅庄

( 康人的旅馆及交易所) ，结交一些如经纪人的蛮家，树立商场信用”。④ 康定以西的锅庄以道孚最具

代表性，类似于清末康定的经营性锅庄。道孚的十余家锅庄由陕商和少数藏商经营，充当中间代理

商，将牧民运来的青海盐巴、康北畜产品等转销到康定、丹巴等地。⑤ 至于锅庄的本土称谓，民国报

刊插图标题“西康炉霍之锅庄主妇”，被翻译为藏文“ ”。“ ”即

乃仓的女性主人。⑥ 甘孜货栈主人家也被称作 “里布” ( 即乃布) ，专门向外来商人提供堆放货物、

代理购销和食宿之便。⑦ 可知康定以西的 “锅庄”在本土语境中对应 “ ”或 “ ”，同

样是基于乃仓关系而形成。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是商业运营模式沿着川藏商道反向影响沿途互惠交换

传统的集中体现，与甘青牧区、滇藏道上的 “主人家”共同组成青藏高原东缘互惠交换传统族际共

享的多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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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从整体视角探讨历史上的青藏高原东缘的族际贸易中介，为我们重新审视歇家、锅庄、旅马店

等的产生源起、区域类型和族际共享关系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面向。这些贸易中介的出现并非只是迎

合明清以来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日趋兴盛的民族贸易需求，市场功能的经营形态和获利方式无法揭

示其完整的历史面貌。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与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传统息息

相关。

青藏高原的定向物资交换活动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逐步发展出互惠交换传统。贸易伙伴作为

交易中间人，以待客之道和礼物馈赠维系主客之间的社会交往联系，寓经济行为于社会关系之中，

构成流行于青藏高原内部的中介交易形式。互惠交换传统成为青藏高原物资交换活动与内地商业市

场对接的本土资源，导引和影响着藏商或农牧民参与族际贸易的交易逻辑。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

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前者因物资交易而主动构建符

合藏族商人、农牧民贸易伙伴需求的家庭式交易场所，后者最初依附于土司制度下的传统家屋社会

关系，逐步从中发展出贸易中介功能。

青海歇家通过个体代理商群体，与西行藏地的各族商人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

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互惠交换传统的族际共享关系从点到面，由城镇向西扩展

到贸易伙伴家户散落的农牧区。商人的活动使得互惠交换传统回归到个体间的社会交往层面。交易

过程流露出义务、道德、情感、文化模仿等非经济的动机目的和互为取向。青藏高原东缘变动中的

族际贸易秩序，呈现为近代互惠交换传统发展趋势的区域分化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青藏高

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蕴含着明清以来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与内地经济交流过程中，自发构建族际物资

交换体系的社会传统和经济智慧，也是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借助既有的民间互惠交换传统主动东向发

展的结果。研究、考察这一历史社会现象，对于了解这一区域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以及今日这些地区商业贸易、经济政策的制订等，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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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ubo Tribal Chiefs in Hehuang Areas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tang Ｒegime and Their Historical

Ｒoles in the Song Dynasty

Tshe-brtan rDo-rje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 new multi-ethnic unified regime with the Tubo as

the main body emerged in the Qingtang area，which was known as the Qingtang regime in history. Its rise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three Tubo tribal powers in Hehuang areas at that time，namely，Hezhou Songchang Sijun，

Zongge Li Lizun，Miaochuan Wen Buqi. Although they eventually parted ways on bad terms with the rGyal

sras，there was no denying that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provide a serie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

ment of political power，and played a crucial and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grated multi-ethnic

regime pattern in the Qingtang. The article combs and analyzes those three figure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Hezhou，Zongge，and Miaochuan.

Keywords: rGyal sras; Li Lizun;Wen Buqi; Songchang Sijun

Xiejia，Guozhuang and Lvmadian: Tradition of Ｒeciprocal Exchange and Formation of Inter-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ZOU Li-bo

Abstract: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such

as Xiejia，Guozhuang and Lvmadian were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 on the eastern Qinghai-

Tibet Plateau. Tradi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 has provided local transaction logic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Tibetan merchants，farmers，herdsmen and foreign traders to engage in inter-ethnic trade activities

with intermediaries. The formation paths of inter-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

eau were different，which have been situated between economy and society，and differentiated into regional

types represented by Xiejia and Guozhuang.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ter-

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and business groups of all ethnic groups have learned and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walked out of trade hub towns，applied trade partnership reversely to the eastern Qinghai-

Tibet Plateau，and opened up two-way inter-ethnic trade channel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radi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diverged and resulted in new inter-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The formation of inter-ethnic trade intermediaries has revealed the internal impetus and histori-

cal process of the eastwar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and the multiple

aspect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y between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and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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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Ｒeview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Ｒ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ommu-

nity in the Alpine Pastoral Ｒ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action of Grazing Quota Ｒights: A Case Study of T Village in Ｒuoergai County

ZHENG Zhou，Sangs rgyas skyabs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in the al-

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Firstly，by comprehensivel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pasture use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

ince，from“common property rights”to“private property rights”，and then from“private property rights”to

the combination of“common property rights”and“private property rights”，that is，the transaction of grazing

quota rights creatively proposed in practice，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logical path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economic community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Secondly，taking

the transaction of grazing quota rights in T village of Ｒuoergai County as an example，the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e forms of economic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from four dimensions，i. e.，“jointly building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ommu-

nities”，“jointly sharing community collective grassland resources”，“jointly observing community customs and

regulations”and“jointly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 pattern of communities”. Finally，based on the commu-

nity thoughts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the ideas of community economy，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ommunity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

ince from four dimensions:“common livelihood capital”，“common economic activity”，“common institutional

compliance”and“common interest maintenance”，and summarize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economic community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The purpose of

writing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sampl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building an economic community in

which everyone has responsibility，everyone is responsible，and everyone enjoys”in China＇s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Alpin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Transaction of grazing quota rights; Eco-

nomic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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